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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转移支付对我国农村家庭的减贫效应

肖建华　　李雅丽

(江西财经大学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３２００１３)

摘要:本文基于多维贫困家庭对教育和健康需求收入弹性的视角,探究了财政转移支付对长期多维贫困与

收入贫困家庭减贫的效应.利用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面板数据测算教育、健康医疗需求收入弹性,

并构建两阶段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财政转移支付对长期贫困状态家庭的减贫效应显著,且财

政转移支付对改善长期收入贫困家庭状态的效应比长期多维贫困家庭更显著;引入农村家庭对教育与健康医疗

的需求收入弹性后,财政转移支付的减贫效应也更显著.因此,既要加快财政转移支付的实施力度,也要重视政

策受益者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提高财政转移支付减贫政策的精准性,构建继续巩固与拓展脱贫成果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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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致力于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贫之路”,并为之进行了卓越的探索,也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日出席并主持了脱贫攻坚总结评估汇报

会,并庄严宣布:“党的十八以来,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突出

位置,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采取了许多具有原创性、独特性的重大举

措,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力度最强、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经过八年的精准扶贫,脱贫攻坚成果

举世瞩目,现行贫困标准下全国８３２个国家贫困县已全部实现了脱贫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

整体贫困,近１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１].消除贫困是人类共

同理想,然而,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巩固与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任务依然艰

巨.随着人类发展呈现复杂性、多元化特点,对贫困的评价也趋于多元化,阿马蒂亚􀅰森曾指出仅用

货币识别贫困是有局限的,真正的贫困应该是对人当前的可行能力的剥夺,人们跨过了基本经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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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低门槛,但还受困于其他制约个体发展关键领域的限制而造成的贫困.我国各级政府在减贫之

路的探索与实践中也不断调整减贫的目标和模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报告提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这意味着中国的反贫困战略即将进行转换.从绝对贫困到相对

贫困衡量标准的变化,说明精准扶贫更应从教育、健康医疗、社会生活保障等方面实施,实现多维扶贫

的新目标.

二、文献述评

要实现多维脱贫,财政作为主要的减贫政策手段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诸多文献对此进行了论

述.国内外学者首先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研究了财政转移支付对贫困的影响,前者主要论述财政转

移支付对缩小城乡经济、区域差距的作用,对平衡地方财政资金并引导用于地方减贫教育、卫生、医疗

等公共服务上的溢出效应[２].而后者主要论述转移支付通过现金补助、养老金转移收入、社会救济补

贴等直接作用于微观个体的减贫工具,对贫困群体与潜在贫困群体通过提供教育、健康医疗等社会机

会以降低贫困的溢出效应[３].国外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财政转移支付在一定程度对一般贫困和极度贫

困者具有缓解收入贫困效应和收入再分配的功能[４][５].其次,部分文献对其效率进行了探究,有研究

者认为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目标准确,对预期减贫是有效率的[６][７],但需注意的是,财政转移支付往往

在瞄准贫困目标失效上可能引起反向激励,导致反贫困工作的低效.Grosh等通过对４８个国家的反

贫困状态进行公共转移政策的效率研究,结果显示在１２２个转移支付项目中,有２５％的转移支付收

入未准确转移到贫困者手中,存在明显的低效率[８].Dabalen等运用倾向得分评价方法对阿尔巴尼

亚１９９３年的反贫困公共转移政策效应进行了评价,认为持续性接受转移支付的受益者对公共服务需

求上的福利状态显著低于同等条件的匹配对象,造成公共政策执行的非效率[９].Bargain等运用

１９９６~２００３年的横截面数据对芬兰的减贫效应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使用错误的计量工具会直接影响

被援助目标的福利资格和福利效率[１０].
上述文献一方面证实了转移支付政策对减贫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也指出财政转移支付在反贫困

中的低效性.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有学者的研究表明,政府对基础教育、卫生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有

效供给能提升受益对象的收入能力从而实现减贫目的[１１][１２][１３].但也有文献提出政府通过公共服务

的供给对在农村短期减贫或长期减贫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１４][１５].公共服务机制在设计上,应考察受

益者的实际福利状况以及在反贫困项目中受益贫困者对公共服务的不同需求程度.客观来看,人们

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具有层次性,当个体从底层带来的公共服务需求得到满足后,个体的福利条件不断

提升,必将进一步追求更高层次的公共服务.目前我国在减贫政策评价上的不足并非受益对象有意

隐瞒其真实偏好,而是源于对政策受益者在公共服务上的不同需求程度认知不足,人们对公共服务的

不同需求与公共服务的需求收入弹性密切相关.因此,要科学评价并借此改善公共服务供给,研究财

政转移支付对政策受益者在公共服务需求收入弹性差异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从目前文献检索

来看,鲜见以公共服务需求收入弹性视角来评估财政转移支付对减贫效果的相关研究文献.本文利

用微观调查面板数据把受益者对教育、健康医疗的需求收入弹性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内,实证检验财政

转移支付对长期多维贫困的减贫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实证研究思路

在给出长期收入贫困和k＝３０％识别的长期多维贫困下采用两阶段 Logit方法进行实证分析.
首先,基于因变量为二分变量,因变量分别为长期多维贫困状态与长期收入贫困状态(贫困＝１,非贫

困＝０),选取Logit模型,在控制户主的具体特征条件下,首先研究一阶段财政转移支付对家庭长期

多维与收入贫困的效应.其次,分别测算家庭对教育需求收入弹性与对健康医疗需求收入弹性在整

个考察年度的加权值,作为二阶段的关键变量,将其纳入同一模型中考察财政转移支付对长期多维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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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与收入贫困的改善效应是否与所在家庭对教育与健康医疗的主观需求程度相关,剖析影响家庭长

期多维贫困与收入贫困减贫效应的具体因素.
(二)模型构建

１．一阶段Logit模型.主要关键因变量为长期多维贫困(Ymulti×t)与长期收入贫困(Yincome×t).从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经济问卷调查与个人问卷调查中收集以家庭收入、教育与健康模块为主的

变量信息,通过贫困识别构建长期多维贫困与长期收入贫困指标.关键自变量为财政转移支付

Xtrans,从CFPS家庭经济问卷调查中收集家庭是否收到财政转移支付与收到的财政转移支付的金额,
三个调查年度均收到财政转移支付的家庭记为１,其他情况的家庭标记为０.选取包含户主年龄

(Age)、户主年龄的平方除以１００(Age２_)、户主性别(Male)、户主受教育年限(Year_edu)与家庭规模

(Fam_size)等户主特征的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参见表１.一阶段Logit模型的构建如下:

yc
ij＝

１
１＋eτij

,c＝multiorincome

τij＝β０j＋β１jXtrans＋β２jAgeij＋β３jAge２_ij＋β４jMaleij＋β５jYear_eduij＋β６jFam_sizeij＋εij (１)
　表１ 变量的选择与说明

变量 定义与说明

Ymulti×t 长期多维贫困(贫困＝１,非贫困＝０)

Yincome×t 长期收入贫困(贫困＝１,非贫困＝０)

Xtrans 财政转移支付(收到转移支付＝１,未收到＝０)

Age 户主年龄

Age２_ 户主年龄的平方再除以１００
Male 户主中男性成员比例(男性＝１,女性＝０)

Year_edu 户主受教育年限

Fam_size 家庭规模人数

EdI_edu 家庭对教育需求的弹性

EdI_health 家庭对健康医疗需求的弹性

Xtrans_Eedu 教育需求收入弹性与财政转移支付的交互项

Xtrans_Ehealth 健康医疗需求收入弹性与财政转移支付的交互项

２．二阶段 Logit模型.将农村家庭对教

育、健康医疗需求收入弹性纳入同一分析框

架,构建二阶段Logit模型.
(１)二阶段 Logit模型的变量.二阶段

Logit回归模型中,关键自变量包含财政转移

支付 Xtrans与公共服务的需求收入弹性.从

CFPS家庭问卷调查中收集三个考察年度的

家庭教育需求的弹性支付、健康医疗支付、结
合家庭年收入来测算家庭对教育需求的弹性

EdI_edu与家庭 对 健 康 医 疗 的 需 求 收 入 弹 性

EdI_health.家庭对教育需求收入弹性(EdI_edu)、
家庭对健康医疗需求收入弹性(EdI_health)、教

育需求收入弹性与财政转移支付交互项(Xtrans_Eedu)与健康医疗需求收入弹性与财政转移支付的交

互项(Xtrans_Ehealth)均是二阶段的关键自变量,具体参见表１.
(２)公共服务需求收入弹性的定义.实证研究中公共服务需求收入弹性(EdI_public)主要关注农

村家庭对教育的需求收入弹性(EdI_edu)和对健康医疗的需求收入弹性(EdI_health),分别是指当家庭收

入上升(或下降)１％时,分别对教育和健康医疗的需求所上升(或下降)的比例.此处的需求是指家庭

有能力且有意愿实现的需求,即在每个家庭预算约束下可支付得起的需求,可以用支付货币来衡

量[２１].因此,农村家庭对教育、健康医疗这两类公共服务支付的货币即为对教育和健康服务的需求.
根据从CFPS数据库中家庭经济模块中得到的年均家庭教育经费开支与年均家庭健康医疗经费开

支,以衡量农村家庭对教育和健康医疗的需求,分别用 Qedu、Qhealth表示,农村家庭的年收入作为消费

这两类商品消费者的收入量(Irural),用 Y表示.农村家庭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收入弹性具体公式表述

如下:

EdI_public＝

ΔQPublicGoods

QPublicGoods

ΔIrural

Irural

＝
ΔQPublicGoods

ΔIrural
×

Irural

QPublicGoods
,(EdI≥０) (２)

式(２)中,ΔIrural,为农村家庭的收入变化量,ΔQPublicGoods为对公共服务需求量的变化量.
(３)公共服务需求收入弹性的测算.为研究农村家庭收入与教育、健康公共服务间的需求关系,

构建双对数模型,以农村家庭收入的自然对数为关键自变量,以对教育、健康的需求的自然对数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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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建立基本回归方程,求得自变量系数,即可分别测算出家庭对教育、健康的需求收入弹性.模型

如下:

LnQedu＝α＋βeInY＋ε (３)

LnQhealth＝α＋βhInY＋ε (４)
式(３)、(４)中,βe 为教育需求收入弹性,βh 为健康医疗需求收入弹性.
(４)二阶段Logit模型的构建

β０j＝γ００＋γ０１Eeduj＋γ０２Ehealthj＋μ０j (５)

β１j＝γ１０＋γ１１Eeduj＋γ１２Ehealthj＋μ１j (６)

β２j＝γ２０ (７)

β３j＝γ３０ (８)

β４j＝γ４０ (９)

β５j＝γ５０ (１０)

β６j＝γ６０ (１１)
式(５)~(１１)中,下标j表示第j个家庭;一阶段的残差项εij与两阶段中的残差项μ０j、μ１j均服从正

态分布.在模型设计中,β参数为关键自变量与控制变量的系数.为进一步得到公共服务需求收入

弹性与财政转移支付共同作用的交互项,将式(５)~(１１)代入式(１),得到:

yc
ij＝

１
１＋eτij

,c＝multiorincome

τij＝γ００＋γ０１Eeduj＋γ０２Ehealthj＋γ１０Xtrans＋γ２０Ageij＋γ３０Age２_ij＋γ４０Maleij＋γ５０Year_eduij＋
γ６０Fam_sizeij＋γ１１XtransEeduj＋γ１２XtransEhealth＋σij (１２)

式(１２)中,σij＝εij＋μ０j.通过合并两阶段公式,一阶段中考察财政转移支付对长期多维与收入贫

困家庭的效应影响,可分解为二阶段中的平均效应(γ１０)、异质性效应(γ１１、γ１２)和残差项估计(σij),其
中异质性效应,即教育、健康医疗的需求收入弹性分别与财政转移支付共同作用的交互项估计系数.

四、数据说明与贫困测度

(一)数据来源

选取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８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面板数据对我国农村家庭的减贫效应进行实

证,样本选取过程中剔除了重要指标存在缺失或异常的家庭,处理后的有效农村家庭样本量共计

５７５４户,覆盖全国２８个省市(港澳台地区除外).
(二)长期收入贫困与长期多维贫困的评价标准

１．各指标取值

令YT
i×j表示t时期i∗j维矩阵,指在t时期内i个家庭在j个不同测度指标上的取值,设矩阵的元

素yt
mn∈YT

i×j,表示t时期家庭 m 在n指标上所取得的有效数值或可测算的虚拟变量.其中,m＝１,

２,３,􀆺,i;n＝１,２,３,􀆺j,t＝１,２,３,􀆺T.行向量yt
m􀅰 ＝(yt

m１,yt
m２,􀆺,yt

mi),表示t时期家庭 m 在所有

指标上的数值集合;列向量yt
􀅰n＝(yt

１n,yt
２n,􀆺,yt

jn),表示t时期下不同家庭在n指标上的分布.

２．贫困家庭的识别

(１)对长期收入贫困家庭的评价标准.依据收入贫困线与家庭人均收入两个指标进行衡量,其中

家庭人均收入是家庭总收入除以家庭人口规模,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８年均采用官方２０１５年确立的

贫困线标准为２８５５元,若３个考察年度的家庭人均收入均低于贫困线则被评价为长期收入贫困家庭

记为１,非长期贫困记为０.
(２)对多维贫困家庭的评价标准.通过参考A 　F方法[１６],首先确定指标n的剥夺临界向量Zn＝

(Z１,Z２,􀆺,Zj)t.假定ρt
mn为单个向量的评价值,对于任意矩阵 YT

i×j,当yt
mn＜Zn,则表示t时期家庭

m 被评价为贫困,计ρt
mn＝１,否则,计ρt

mn＝０.其次,确定指标权重向量 W,Wn＝(w１,w２,􀆺,wj),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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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Wn为第n个指标权重,并满足∑
j

n＝１
wj＝１.构建加权剥夺矩阵C,测算t时期家庭 m 在所有指标上被

剥夺数值,可根据公式ct
m＝∑

j

n＝１
wjρt

mn得到.最后,设定多维贫困临界值向量k,当ct
m≥k,则家庭 m 在

t时期被评价为多维贫困家庭.选取的多维贫困维度,参考英国牛津贫困与人类发展中心(OPHI)公
布的 MPI指标体系,结合我国国情,在指标选取上考虑到随着经济水平发展,对教育与健康医疗的需

求逐渐成为影响家庭多层次发展需求的重要指标,但由于对教育需求的广泛性,对基础教育之外的需

求程度逐渐提高,再加上老龄化、慢性疾病等因素也逐渐对家庭的经济状况产生影响[１７].因此,分别

将家庭成员是否有参加课外辅导和有无慢性病作为衡量家庭教育、健康剥夺的指标之一,构建如下多

维贫困指标体系(见表２).
　表２ 多维贫困指标体系

维度 指标 剥夺临界值 权重

教育

适龄儿童教育 家庭中６岁及以上儿童至少有１名失学或辍学 １/６
成人教育 家庭中６０岁以下成年人最高教育学历为小学及以下 １/６
对教育需求度 家庭任意成员没有参加课外辅导 １/６

健康

医疗保险 家庭中任意成员没有参加医疗保险 １/６
成人慢性疾病 家庭任意成员患有慢性疾病 １/６
对健康医疗需求度 家庭任意成员健康状态赋值小于４分 １/６

(３)对长期多维贫困家庭的评价标准.参考持续时间度量法,首先设定持续贫困时期的临界值为

γ(０＜γ≤１),当家庭 m 在所有t时期中至少在某一权重γ的时期范围内处于贫困状态,则家庭 m 被

评价为长期多维贫困家庭,分两步判定.第一步,令F(k)代表i×t维矩阵,定义为i个家庭在t时期

的多维贫困评价矩阵.令矩阵的元素ft
m∈Fi×t判定家庭 m 在t时期下是否被评价为多维贫困,当

ft
m(k)＝１,则家庭 m 在t时期下被评价为多维贫困,否则ft

m(k)＝０.矩阵的列向量F􀅰t(k)表示不同

家庭在t时期下的多维贫困状态,行向量 Fm􀅰 (k)表示家庭 m 在不同时期下的多维贫困状态.

∑
t

t＝１
ft

m(k)表示多维贫困临界值k下家庭 m 所经历的贫困持续时期数,有０≤∑
t

t＝１
ft

m(k)≤t.其次,令

δm(γ)表示家庭 m 的长期多维贫困评价矩阵.当∑
t

t＝１
ft

m(k)≥γ,家庭 m 被评价为长期多维贫困,计

δm(γ)＝１;否则家庭 m 不被评价为长期多维贫困,计δm(γ)＝０.根据以上设计,构建多维贫困与收

入贫困两类贫困的发生率、贫困剥夺份额和贫困持续时间各项贫困特征指数.其中,贫困发生率 Rc

表示长期贫困的家庭个数(fc
m)占总家庭样本量(i)的比重,用公式表达为:

Rc＝
∑i

m＝１δm(k,y)
i ＝

fc
m

i
(１３)

贫困剥夺份额Sc 表示长期贫困家庭的加权平均剥夺份额,可表达为:

Sc＝
∑i

m＝１∑t
t＝１ct

m(k,y)
∑i

m＝１∑t
t＝１ft

m(k,y)
(１４)

贫困持续期Tc表示长期贫困家庭的平均贫困持续期,可表达为:

Tc＝
∑i

m＝１∑t
t＝１ft

m(k,y)
fc×t (１５)

式(１３)~(１５)中,Rc,Sc,Tc 分别为贫困的发生率、剥夺份额和持续期,各项贫困指数具体以多维

度和收入剥夺来分析,分别用 multi和income进行标识.

３．贫困测算

本文对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间多维贫困与收入贫困发生率进行了测算,结果见表３.横截面计算结果

显示,由于收入贫困发生率 Rc
income从１７．２９％下降到９．９２％,但以教育与健康剥夺为度量的多维贫困

发生率Rc
multi呈上升趋势(k＝３０％,从３８．６２％增加至４４．２７％;k＝４０％,从９．８５％增至１７．６０％),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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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家庭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贫困的主要发生原因从对

基本生活的需求已逐渐转变成对健康和教育的不同需求,在整个考察期间内教育与健康对长期多维

贫困发生率有重要影响,如何更大范围满足农村家庭对教育与健康的不同需求,成为当前及未来一定

时期扶贫工作应关注的问题.
　表３ 多维与收入贫困发生率的计算结果 单位:％

主要统计量
横截面计算结果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

纵向计算结果(２０１４、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γ＝１/３ γ＝２/３ γ＝１

多维贫困率(k) ３０ ４０ ３０ ４０ ３０ ４０ ３０ ４０ ３０ ４０ ３０ ４０
多维贫困发生率(Rc

multi) ３８．６２ ９．８５ ４０．３２ １１．６６ ４４．２７ １７．６０ ３２．８１ ２３．２８ ２４．６４ ５．７９ １２．４２ １．０１
多维贫困剥夺份额(Sc

multi) ６０．６６ ２５．１８ ６２．０８ ２９．８２ ６５．３１ ４５ ２７．４９ ６１．４７ ４１．２９ ３０．５５ ３１．２３ ７．９８
多维贫困持续期(Tc

multi) ４６．９６ ７７．４１ ８２．２２ ９６．９５ １００ １００
收入贫困发生率(Rc

income) １７．２９ １１．３０ ９．９２ ２１．０１ ５．３３ １．８８
收入贫困剥夺份额(Sc

income) ４４．９０ ２９．３４ ２５．７６ ５６．３１ ２８．６０ １５．０９
收入贫困持续期(Tc

income) ７４．４５ ９３．３５ １００

纵向计算结果显示,当γ＝１/３时,３２．８１％(k＝３０％)与２３．２８％(k＝４０％)的家庭处于多维贫困

状态,２１．０１％的家庭处于收入贫困状态;多维贫困持续时间Tc
multi分别占整个考察年份的４６．９６％、

７７．４１％,收入贫困持续时间Tc
income占７４．４５％;多维贫困剥夺份额Sc

multi分别占６个考察指标的２７．４９％
(k＝３０％)和６１．４７％(k＝４０％),收入贫困剥夺份额Sc

income占５６．３１％,也就是说,在考察３年的５７５４
个样本家庭中,分别有３２．８１％(k＝３０％)、２３．２８％(k＝４０％)的家庭至少１年为多维贫困,有２１．０１％
家庭至少１年为收入贫困,多维贫困持续时间分别约为１．４１年(k＝３０％)和２．３２年(k＝４０％),收入

贫困持续时间约为２．２３年,多维贫困指标分别约为１．７个(k＝３０％)和３．７个(k＝４０％),收入贫困指

标约为０．６个.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一阶段logit模型边际效应

从表４的边际效应回归结果来看,财政转移支付的边际效应对长期多维贫困与收入贫困的减贫

效应的效果和符号均保持一致,对两类贫困指标呈显著负向影响,反映了样本家庭中每个家庭收到的

财政转移支付,均能有效缓解家庭长期内的多维与收入贫困发生率.从不同维度下衡量的贫困状态

来看,财政转移支付对两类贫困状态的减贫效应影响程度有一定差异,一方面政府部门对处于长期多

维贫困和收入贫困的农村家庭给予救助和经济补贴,其减贫效应显著;从控制变量中可发现,户主为

男性、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小规模农村家庭对财政转移支付减贫的反应程度越强,说明其陷

入两类贫困状态的概率较低.另一方面,对处于长期收入贫困状态的农村家庭来说,其减贫效应要比

　表４　基于财政转移支付对长期多维贫困与

收入贫困减贫回归结果的边际效应

变量 长期多维贫困模型 长期收入贫困模型

Xtrans ０．０３２０∗∗ ０．０５２０∗∗∗

Age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１３４∗∗∗

Age２_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１５７∗∗

Male ０．０２９０∗∗∗ ０．０７１０∗∗∗

Year_edu ０．００５９∗∗∗ ０．０２３１∗∗

Fam_size ０．０１２５∗∗∗ ０．００８４∗∗∗

　　注:按照k＝３０％,γ＝２/３的标准测度长期多维贫困;

∗、∗∗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

长期多维贫困更为显著,说明以教育和健康贫困剥夺

指标衡量的多维贫困状态对财政转移支付的反应程度

比收入贫困要小,其含义是处于长期多维贫困的家庭,
收到财政转移支付可有效改善长期内多维贫困的概率

为３．２％;处于长期收入贫困的家庭,收到财政转移支

付可有效改善长期内收入贫困的概率为５．２％.
(二)二阶段Logit模型边际效应

１．交互效应的实证检验.在进行交互项分析前,
需要检验交互项组成的变量是否存在交互效应,通
过 Wald检验两个交互项是否联合显著,即检验原假

设:两个交互项的系数全为０,交互项分别为家庭对教育需求收入弹性与财政转移支付的交互效应

(Xtrans_Eedu)与家庭对健康医疗需求收入弹性与财政转移支付的交互效应(Xtrans_Ehealth).由表５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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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可知,长期多维贫困与长期收入贫困模型中,引入Xtrans_Eedu与 Xtrans_Ehealth交互项的Prob值均小

于chi２,且均在５％的水平上显著,拒绝原假设,表明两个交互项的联合显著性检验均通过.
　表５ 交互项的联合效应检验

变量 长期多维贫困模型 长期收入贫困模型

Wald(Prob) ０．０２０３∗∗ ０．００３８∗∗

chia(２) ７．８０ １１．１２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

上显著.

２．实证结果分析.表６报告的是二阶段 Logit边

际效应的回归结果,由此可知,农村家庭对教育、健康

医疗的需求收入弹性对长期多维贫困与长期收入贫困

的边际效应均呈显著的正向效应,即单位家庭若加大

对教育、健康医疗的需求程度,会加速其家庭的长期多

维与收入贫困.这说明农村家庭支出仍在很大程度上

受限于家庭的预算收入,且农村收入的增幅变动小且有刚性,家庭对维持基本生活的支付会对其在教

育和健康医疗上的需求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当低收入农村家庭想从刚性收入中挪出用于扩大对教

育和健康医疗的需求时,则家庭对教育、健康医疗的需求程度会超出家庭的预算收入,表现为家庭对

教育、健康医疗的需求收入弹性为正向变动,而导致其家庭处于长期多维贫困的贡献率分别为１３．２％
和９．３５％,处于长期收入贫困的贡献率分别为１１．８％和１５．５％.

随着家庭对教育和健康医疗需求的提升,财政转移支付对改善贫困的效应是否有所增强呢? 表

６显示,首先从转移支付的单个效应来看,不论是长期多维贫困模型还是长期收入贫困模型,每单位

家庭获得财政转移支付对改善其长期多维贫困与长期收入贫困的效应是显著的,使其改善的概率分

别为６．１％和１２．１％.这与一阶段Logit回归结果保持高度一致;同时也意味在引入两类公共服务需

求收入弹性变量后,增加财政转移支付可以增强对长期多维与长期收入贫困的减贫效应,分别较一阶

段减贫效应概率提升了２．９％和６．９％.
　表６ 二阶段Logit长期多维贫困与收入贫困回归结果的边际效应

变量 长期多维贫困模型 长期收入贫困模型

Xtrans ０．０６１∗ ０．１２１∗∗

EdI_edu ０．１３２∗∗∗ ０．１１８∗∗∗

EdI_health ０．０９４∗∗ ０．１５５∗∗

Xtrans_Eedu ０．０５５∗∗ ０．０９２∗∗

Xtrans_Ehealth ０．０６６∗∗ ０．１３０∗∗

家庭户主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Loglikelihood １６４６．１７ ２８７９．３６

LR统计量 ３０４．２６ ７５９．４５
样本量 ５７５４ ５７５４

　　注:按照k＝３０％,γ＝２/３的标准测度长期多维贫困;∗、∗∗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

其次,对于两类交互效应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家庭对教育的需求收入弹性与财政转移支付的交

互效应呈显著负向作用,而家庭对健康医疗的需求收入弹性与财政转移支付的交互效应呈显著的正

向作用,这说明当单位家庭收到同等数额的转移支付收入时,若其对教育上的需求程度不断增加,财
政转移支付对改善长期多维贫困和收入贫困状态均有显著的正效应,且效果大于一阶段;但若其不断

增加对健康医疗上的需求,财政转移支付对改善这两类贫困状态均呈显著的负效应.这可能是因为

农村家庭对教育开支占比要大大低于对健康医疗的开支占比,当前农村家庭在教育上的支付尽管是

逐年递增的,但其对教育的需求主要表现在基础教育方面,其开支增幅变动比较小;而农村家庭对健

康医疗上的需求在逐年递增趋势下,其成员处于亚健康状态和患有慢性疾病的概率占比也逐年增大,
意味着健康医疗的实际成本与机会成本将会不断提高.

最后,从两大衡量维度的贫困模型比较来看,长期收入贫困模型的边际效应都要高于长期多维贫

困模型的边际效应.这说明,首先应确保农村家庭摆脱长期收入的贫困状态,考虑到贫困家庭对教

育、健康医疗公共服务的不同需求程度,政府在设计和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上才能更有效地防范我

国农村脱贫家庭重新返贫[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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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和更换估计方法,对多维长期贫困和多维收入贫

困识别由原来考察的贫困持续时间γ＝２/３替换为γ＝１,并用随机效应Probit模型对两类模型进行

回归.表７显示,控制户主特征变量,在加入家庭对教育、健康医疗需求收入弹性分别与财政转移支

付的交互效应后,除家庭对教育需求收入弹性与财政转移支付的交互效应是非显著的.转移支付项、
家庭对教育、健康医疗的需求收入弹性以及家庭对健康医疗需求收入弹性与财政转移支付交互效应

均分别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上高度显著,变量的系数符号与用二阶段Logit模型保持一致,且模型

均通过了 Wald检验,说明引入家庭对教育和健康医疗的需求收入弹性,分析财政转移支付对长期多

维贫困和收入贫困的减贫效应的结论可靠.
　表７ 稳健性检验

变量 长期多维贫困模型 长期收入贫困模型

Xtrans ０．１００∗∗ ０．１５７∗∗∗

EdI_edu ０．０６６∗∗∗ ０．０３２∗

EdI_health ０．０６６∗∗∗ ０．１４３∗∗

Xtrans_Eedu ０．０２５ ０．０５０∗

Xtrans_Ehealth ０．０９５∗∗ ０．１５１∗∗

家庭户主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Loglikelihood １６４６．１７ ２８８５．９０
Wald统计量 ３０４．２６ ７１４．２３
样本量 ５７５４ ５７５４

　　注:按照k＝３０％,γ＝１的标准测度长期多维贫困;∗、∗∗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下显著.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运用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面板数据,考察了财政转移支付对我国农村家庭长

期多维贫困和收入贫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财政转移支付对农村家庭多维贫困与收入贫困状态

均有显著的减贫效应,对改善长期收入贫困比长期多维贫困更显著.另外,本文还测算了三个考察年

度农村家庭对教育和健康医疗两类公共服务需求收入弹性,并检验了随着单位家庭对教育和健康医

疗需求上升,财政转移支付对改善我国家庭长期贫困状态的效果.实证结果显示,每单位家庭获得财

政转移支付对改善其长期多维贫困与长期收入贫困的效应是显著的,且要大于未考虑公共服务需求

收入弹性下的效应.这说明对教育需求不断增加的农村家庭而言,教育需求收入弹性的不断增加,财
政转移支付收入会有效降低其长期多维贫困和长期收入贫困状态,且对改善长期收入贫困模型的效

应较长期多维贫困模型更显著,但农村家庭减贫效应对健康医疗需求收入弹性影响较小甚至存在负

效应.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考虑到未来一定时期我国部分脱贫家庭可能面临的重新返贫风险,特提出以

下政策建议:
第一,财政转移支付要形成继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的长效动力机制.从过去财政政策实施效果

看,财政转移支付是见效速度快且显著的减贫措施,不仅能缓解农村家庭长期贫困发生率,而且还能

大大地降低农村家庭受教育、健康医疗剥夺的份额.随着绝对贫困的消除,贫困家庭逐步实现了脱

贫,然而一些潜在的多维贫困家庭或者边缘户可能会再次返贫.因此,要保持财政转移支付总体稳

定,继续推进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并适当增加对农村家庭的财政转移支付受益条件;要从“输血

型”的收入减贫转向“造血型”的多维度减贫转变.同时,财政转移支付政策要根据对健康、教育剥夺

的条件方面来设计和实施,形成长效动力机制.
第二,优化防止返贫监测机制,开展以货币与非货币度量的监测机制,保持帮扶力量和帮扶政策

总体稳定并不断优化与完善.实证结果显示农村家庭未来对教育和健康医疗,特别是在后者上的需

求支付可能会增加,部分脱贫家庭可能会因此重新返贫.因此,要持续对脱贫县、脱贫村、脱贫人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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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精准监测,将多维贫困作为有效监测潜在贫困与再返贫对象的标准,建立可持续化的巩固与拓展脱

贫监测机制.
第三,科学评估与测度农村家庭的公共服务需求收入弹性,有效减缓教育和健康贫困的脆弱性.

在实证分析的样本内,从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平均每年每户农村家庭在教育和健康医疗上的经费开支分

别为１９２５元和５５８５元,说明农村家庭逐年对教育,特别是在健康医疗方面的需求程度已经超出了农

村地区的医疗健康服务的供给能力,农村家庭对教育和健康医疗的需求收入弹性在改变,居民对基本

公共服务的需求逐年增强;同时,公共服务对农村家庭的惠及程度不足,农村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需

求与供给的不匹配,弱化了财政转移支付对农村贫困家庭的减贫作用.因此,一方面要持续跟踪收入

变化与“两不愁三保障”巩固情况,科学测度农村家庭公共服务需求收入弹性,改变农村地区的公共服

务供给.另一方面,要持续发展壮大扶贫产业,加大对脱贫人口职业技能培训力度,改善农村家庭收

入状况,进一步巩固我国脱贫攻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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